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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的研究中，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了该

实践的兴起、运作与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认识：国家与市场

共同引领着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兴起与发展；以网络平台和基金会

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塑造并推广了市场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旨在践

行市场化原则，但具体实践往往有所偏离。另外，本文指出了市场化

实践的双重影响，即在提升组织绩效的同时，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社会

功能。我们认为，将市场维度引入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之中，有利

于突破传统政社关系的分析框架窠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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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进，国家、市场和

社会部门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市场逻辑蔓延到市场部门之外的其他领域

（Ostrander, 1987）。与全球趋势一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市场成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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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社会结构和政社关系的重要力量，市场逻辑随之渗透到中国政府和社会部

门的运作过程之中。在政府部门，政府职能变革强调行政市场化，在政府机

构内部引入竞争原则。在社会部门，市场化的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社会组织的

市场化实践，社会组织A越来越重视规模、效率和有效性等市场原则。

西方非营利部门率先出现了市场化现象，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在实践

中采用了市场参与者的价值观、逻辑和方法（King, 2017）。首先，已有研究

主要借助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理论视角解释市场化现象的成因，前者强

调市场化实践是非营利组织在外部资源供应短缺背景下的策略性选择（Oster, 

1995），而后者更加关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互动过程，政府要求非营利组

织提升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满足大规模的服务需求，制度同构的压力促使

非营利组织开展市场化实践（Martens, 2006）。其次，大量文献从组织管理

的角度，讨论了西方非营利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具体表现。营利动机是学者们

理解市场化实践的起点，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参与策略包括服务收费、商业创

投和跨部门合作（Young & Salamon, 2002）。另外，大量研究还关注到非营利

组织的项目运作情况。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实践意味着组织更加关注市场规

则，开展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创新，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将商业工具 （例

如战略规划、市场分析）应用于分析和管理非营利项目和其他旨在产生收入

的项目（Emerson & Twersky, 1996）。

可以看到，市场化是一个涉及多维度的概念，不仅被用来描述非营利部

门引入市场机制的变化趋势，还被用于讨论非营利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具体过

程。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非营利领域的市场化概念（Dart, 2004; 

Eikenberry & Kluver, 2004）。结合已有讨论，  本文认为非营利领域的市场化包

A 我们在此做三点说明：第一，本文将在中西方差异化的社会语境下交替使用“社会

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概念。第二，在中国语境下，“社会组织”是指在登记管理机关

（民政部门）登记的法人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第三，

西方非营利组织研究中有时会把“社会企业”这一组织类型与非营利组织相提并论，强调

其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的价值取向。但在当前中国，社会企业的认定和运作主要

涉及企业，旨在引导企业改变以利润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关注社会问题。因此，本文所讨

论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不涉及社会企业这类组织。



·57·

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兴起、运作与影响 

括两个相互影响的维度：一是话语层面的组织修辞维度，呈现为组织内部的

市场话语元素和商业风格；二是组织实践的维度，由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资助

关系、项目运作和组织管理三部分组成（Yu & Chen, 2018）。已有研究侧重从

组织实践的维度讨论市场化。

除了“市场化”，学者们还使用“理性化”“商业化”等相似但又不同的概

念来分析非营利组织借鉴市场原则行事这一现象。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较大的

重合，都是为了描述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非营利组织表现出的强调商业收

入、注重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等系列变化，但已有研究尚未有效地分辨上

述几个概念。从概念的具体使用情况来看，“理性化”重点关注组织内部人员

设置的专门化、管理结构安排的科学化和实践模式的规范化等组织特征；“商

业化”强调各类商业组织运用的手段被引入非营利组织之中（宋程成，2019）。

相对而言，“市场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涵盖了上述概念所捕捉到的

组织特征，还把组织内部运作、行业以及外部环境三个层次联结起来，从而

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演化。在中国社会组织领域，“市场化”

概念还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组织摆脱过度行政化的期待，因此受到了重视与支

持。早在 2014 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明确提出“公益市场化”的主张，认

为应该按照市场方式分配公益资源，强调竞争、透明和效率原则（徐永光，

2014）。该主张迅速在行业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推动了相关的实践探索。

其他支持者也强调市场化能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员力，是促进整个社

会自由结社和自下而上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法（何道峰，2015）。因此，本文

认为“市场化”概念更符合中国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捕捉中国社会

组织的最新发展趋势。

二、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

相比西方，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起步较晚。公益从业者希望社会

组织通过市场化实践获取 更多资源，扩大组织规模，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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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今，市场化理念已经传递到国内多家大型基金会，包括南都公益基金

会、壹基金、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三一基金会

和亿方公益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拥有大量的组织资产和基金项目，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

在成因方面，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兴起深受国家治理意愿的影

响。20 世纪末至今，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政策，为市场力量参与社会组

织发展提供了合法的空间。首先，2004 年正式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旨

在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这一新的组织类别，鼓励民办基金会的发展，激发

公益慈善的发展活力，从而更广泛地动员慈善资源（朱卫国，2007）。在早

期，具备公开募捐资质的公益机构主要是官方基金会，这在客观上保证了官

办基金会在筹款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限制了企业和个人对社会资源的获取

（赖伟军，2020）。之后，中国的企业家、富人和名人自发成立了各种非公募

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的直接行政约束更少，在决定工作领域、方法和

合作伙伴等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

2016 年，国家进一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一方面，该法从

法律上消除了对非公募组织参与公开筹款的限制，使其可以通过挂靠公募基

金会的方式开展筹款活动。这一规定有助于提高筹款市场的竞争性，也意味

着无论是企业家、名人还是普通民众都能够在公益慈善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Jeffreys, 2015）。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基金会总数为 8372 家，非公募基

金会占 80.6%，其中由个人或民间企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占比超过 50%。A

非公募基金会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公募基金会，而且还表现出更强劲的增长势

头。另一方面，该法规范了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明

确规定社会组织只能在国务院民政部批准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

接受民政部的监督。2018 年，由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多

数由互联网企业主办）共为全国 1400 多家公募组织发布募捐信息 2.1 万条，

A《数说基金会》，2021 年 1 月 8 日，http://www.foundationcenter.org.cn/report/content?cid= 

20210108171436，获取时间：2023 年 2 月 14 日。



·59·

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兴起、运作与影响 

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超过 84.6 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元。A

与此同时，《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也于 2016 年颁布，加大了境

外公益资源进入中国的难度（Shieh, 2018）。在法律法规的规制和引导下，曾

经为中国社会组织提供公益理念、资金、技术等资助的境外支持锐减，基金

会和网络募捐平台取而代之，承担起资助和管理社会组织的部分责任。

随着市场主体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重要推动者，部分研

究讨论了中国企业家的参与动机和理念。有研究指出，企业家们深度参与并

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动机是混合的，包括自利动机（如通过顺应国

家治理意愿以换取政府支持和树立更好的社会形象）和利他动机（如真诚地

相信个人或企业负有的社会责任，将从事公益事业视为一种回应社会需求的

方式）。他们希望借助市场思想改造本土公益乃至社会大众的文化价值，试

图在公益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可能方向（杨鹏，2012）。中国

企业家们通过公益捐款、建立网络募捐平台以及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等方式，

长期、持续地支持公益事业（Deng, 2015）。他们正成功地从单纯的捐赠者转

变为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寻找更高效的资助方式，利用

资金的力量推动社会组织行业在运作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方面的提升，加

强问责制度的建设（Zhou, 2015）。

简言之，国际和国内环境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组织面临的资

源—制度环境也相应地改变了，国家与市场联合引导着市场化的兴起和发

展。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相比西方表现出一定的

独特性：第一是起步晚，普及度和成熟度不高；第二，不同于西方非营利组

织的市场化实践（普遍表现为商业收入的增加），商业收入远未成为中国社

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一项研究统计了 336 家中国社会组织 2019 年的商业

收入情况，发现商业收入平均占社会组织总收入的 11.4%（Lu et al., 2022）。

此外，中国社会组织总体上缺乏寻求商业收入的强烈意愿，主要致力于通过

A《2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募集 31.7 亿元》，2019 年 4 月 5 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4/05/content_5379822.html，获取时间：2023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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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场战略去吸引捐款（Dong et al., 2022）。

基于工作理念和运作模式方面的差异，中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志愿者组

织、社工组织和公益组织三类。尽管概念内涵有所不同，但有着不同的资源

来源、工作方式的社会组织正在现代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优势互补、逐渐合

流，成长为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尤其是随着 2016 年《慈善法》的

颁布，无论是志愿服务组织还是社工机构都作为社会服务组织被纳入《慈善

法》的统一规范中去，合流有助于形成更重要的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

（朱健刚，2016）。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也基于各自特征参与到市

场化的实践之中。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三、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运作过程

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探究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具体过程：网

络平台如何建构筹款规则，推进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基金会如何对受资

助的社会组织开展市场化“改造”；以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如何影响社会

组织的市场化实践。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组织领域，市场化实践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资方的影响，资方的制度安排促使社会组织采纳了市场理念和模式。

（一）网络平台培育的市场化实践

2016 年至今，民政部先后公布了 30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绝大多数

由企业作为运营主体，包括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美团公益、支付宝公

益等。网络平台声称将以技术化的方式解决中国公益事业的信任危机，增强

公益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迎接全民公益时代的到来。

首先，网络平台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组

织领域原来的制度和规则。第一，基于政府赋予的合法性，网络平台制定了

公益规则以获取多方参与主体的信任，社会组织领域信任结构的市场化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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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徐盈艳、黄晓星，2020）。第二，基于技术合法性，网络平台连带性

吸纳了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爱心捐赠者以及服务对象等多类主体参与其

中，并塑造了彼此的互动规则（刘学，2021）。比如，网络平台在公开筹款

活动中借鉴了社交媒体平台有关流量经济的制度逻辑，研发出各种吸引人们

参与的公益游戏和规则，倡导“人人公益”（Huang, 2022）。2018 年，腾讯公

益推出了收集小红花的活动，这是网络平台运用流量经济逻辑的典型表现。

志愿者和爱心人士被鼓励在腾讯公益平台上进行每日答题和捐赠运动步数，

小红花越多，越能助力公益项目在腾讯“99 公益日”期间获得更多的平台

配捐。一般而言，志愿服务组织或志愿者协会拥有坚实的社群基础和人脉资

源，能够有效开展社群团结活动，倡导志愿者及其亲友参与爱心捐款。志愿

服务组织还发展出了多种符合平台期待的参与策略，包括在筹款过程中强化

社会合法性、提升知名度、开拓专业化发展空间、开展价值倡导以及团结社

群的活动（徐盈艳、黄晓星，2020）。

其次，为了满足平台的期待，社会组织采用了新的发展策略。在组织管理

层面上，社会组织逐渐减少对志愿者和兼职员工的技术依赖，越发重视吸纳拥

有商业管理和实践经验的全职专业人士，强调商业工具、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

的重要性（Zhao, 2020）。另外，通过同情框架动员捐赠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工

作内容，志愿者乃至受益人本身都成为社会组织潜在的捐赠者（Huang, 2022）。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筹款过程中引入了消费主义逻辑。网络平台打造出一

个利用各种“不幸”相互竞争的爱心超市，捐款者是超市的消费者，社会组织

自身及其项目被视为有待出售的产品，通过项目包装吸引大众捐款（叶晓君，

2018）。也有研究对网络筹款背景下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公益价值倡导提出了

批评，认为网络平台正在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引向去政治化、去结构化的方向，

主张只要每个人都奉献一点爱心，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忽视了那些被帮

助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更隐蔽的结构性因素（Yu, 2017）。

此外，网络平台还通过规则设置改变了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鼓励社会

组织扩大合作规模，凝聚更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在腾讯“99 公益日”

期间，具有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被平台诱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间合作，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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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联合的力量吸引流量，从而获取更多的平台配捐和公共捐赠。公募机构把联

合筹款视作机构的重要战略，与几十家乃至上百家社会组织合作筹款，从而加

深了对网络平台的依赖（王怡，2019）。狂热的联合筹款导致社会组织领域形

成了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以及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

的依赖。势单力薄的非公募组织被迫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与其他组织形成

筹款联盟的策略，以谋求更有利的资源环境（张其伟、徐家良，2019）。  

随着网络筹款的普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有调研

数据显示，网络公益的资金正在加速流向头部机构。比如在 2020 年的腾讯

“99 公益日”期间，排名靠前的 10 家机构的筹款额超过总数的 50%，这些机

构多是官方慈善机构和大型基金会。A 网络平台设置的公益规则导致了“赢

者通吃”的结果。原本拥有资源优势的公益巨头可以轻松地垄断募捐资源，

弱势的小型民间组织也参与了这场竞争游戏，但却遭到严重的排挤。

综上所述，网络平台基于营利目的，深度地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之

中，培育了它们的市场化实践。社会组织开始重视市场营销，积极建立组织间

的合作关系和筹款联盟，增强市场竞争力。上述现象在为社会组织带来更多资

源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资源和流量成为决定社会组织筹款效果的

最重要因素，也成为评估组织的重要标准，其他标准（比如项目本身是否真的

符合志愿者意愿、受益人的实际需求以及项目执行是否专业）退居其后。

（二）基金会引领的市场化实践

中国基金会的数量不多，但却作为全国性或者区域性的公益枢纽，发挥

着分配公益资源、开展理念倡导和引领行业建设的重要作用。按照运作模

式，基金会可分为资助型和运作型基金会，占据较小比例的资助型机构会把

筹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其他社会组织，而不是自己运作公益项目。但在

现实中，多数基金会往往兼具资助和运作的功能。有研究表明，资助型基金

A 黎宇琳，《“马太效应”加剧！4 家机构拿走 99 公益日总筹款三分之一》，2020 年 9 月

15 日，http://gongyizibenlun.com/2321，获取时间：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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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逐渐在社会组织行业内部形成一个新的组织场域，并随着国家出台相关的

政策法规而逐步实现了场域制度化，在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赖伟军，2020）。

首先，基金会（尤其是资助型基金会）高度认同市场化理念，并把市场

逻辑引入组织内部。研究者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调研，揭示了市场逻辑对资

助型基金会的公益理念、工作环境和员工体验等多方面的影响。第一，市场

逻辑塑造着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在基金会内部，充满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公益

工作被视作需要使用商业工具来计算、衡量和实现的事情。这主要表现为基

金会把公益使命具体转化为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原则、更高的筹款目标和不断

改进的绩效管理模式（赖伟军，2017）。第二，在工作环境方面，基金会把

商业领域所推崇的竞争文化引入组织内部，希望员工成为具有商业管理和运

营能力的专业人才，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危机感和竞争意识。基金会员工一

般不需要亲自执行项目，主要把精力用于筹款、公益项目设计、推广和管理

等方面。基金会也越来越倾向于招募有企业工作背景的员工，认为他们具备

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Zhao, 2020）。第三， 研究者还注意到市场逻辑冲击着

组织成员的工作体验。基金会正在引入更多掌握市场话语和技能的男性领导

者，而更大比例的女性员工承担着基础性的辅助工作，这扩大了员工在性别

—收入方面的差距。此外，基金会强调的竞争文化或多或少冲击了员工的家

庭生活，造成某种程度上生活—工作的失衡（Zhao, 2020）。

其次，基金会致力于对外传播和推广市场逻辑。一方面， 基金会基于自

身的话语和资源优势，建构和倡导“科学公益”“影响力规模化”“公益产业

链”等概念，促进了市场逻辑的传播。另一方面，基金会普遍采用了公益创

投的资助方式，促进社会组织领域的组织、人才以及行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建设。这一资助方式借鉴了经济领域中的“风险投资”理念，即拥抱风险，

全面支持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重视受资助组织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影响力

和绩效表现（杨义凤，2019）。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基于“影响力规模化”

这一概念，对资助的公益项目提出低成本、有效性和影响力等要求，吸引了

一大批专业而成熟的社会组织。受资助的社会组织积极推动公益项目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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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期用有限的资源产出最大化的社会效益（董慧娜，2021）。

另外，部分研究通过讨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资助关系，分析了市

场逻辑的输出过程和影响。赖伟军（2017）的研究详细介绍了基金会如何借

助资助实践，对社会组织进行市场化“改造”。基金会设置了较高的资助门

槛，倾向于选择具有专业能力和规模扩张潜力的社会组织。在资助过程中，

基金会为社会组织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和能力培训活动，注重培育社会组织

相关的商业思维和市场营销能力。最能彰显资助效果的社会组织有机会成为

被基金会推广传播的典型，从而提高知名度，赢得更多资方的青睐。与此同

时，研究者也关注到社会组织可能被扭曲为社会服务供应商和类似于营利企

业的资源追逐机器，丧失初心，走向自我瓦解（Lai & Spires, 2020）。另外，

研究者还意识到基金会的资助实践与社会组织（尤其是草根组织和志愿服务

组织）之间的价值冲突。基金会遵循市场逻辑，强调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

规模化潜力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制度，而部分草根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更

关注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Shieh, 2017）。实际上，市场驱

动的基金会也的确很少资助这类组织（Kang, 2019）。

综上所述，基金会扮演了市场逻辑的实践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遵循国

家治理意愿的基础上，引领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相比广泛吸引社

会组织参与的网络平台，基金会在选择资助对象的时候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在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过程中往往发挥着“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的功能。不过，已有研究主要从基金会的视角理解资助关系以及其中的市场

逻辑，忽视了受资助的社会组织如何看待基金会及其资助模式，以及如何在

资助过程中推进市场化实践。

（三） 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的市场化实践

地方政府是国家开展社会组织监管、支持和培育的主要力量。近年来，

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作为新公共管理变革产物的购买服务制度，希望提升社会

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专业性、效率和质量（管兵，2015）。按照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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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用“竞争择优的方式”挑选社

会组织，A并“根据供求因素”，“按照方法灵活、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结果

评估的原则”购买服务。B

在具体讨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之前，我们

需要明确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而这又会影响

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按照资源来源，社会组织可分为三种

理想类型：草根型社会组织、行政型社会组织和市场型社会组织。除了资源来

源上的不同，三类社会组织也在议题关怀、工作模式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有所区

别。草根型社会组织一般是指人们为了服务当地社会和特定群体的需求而自

发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行政型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社工机构，社工机构

是国家重点培育和扶持的社会组织类型，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流程和手法，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是其主要的资源来源（朱健刚，2016）；市场型社会组织

的资金主要来自公开筹款、基金会资助或者自营收入，这类社会组织更重视

公益项目的执行规模、运作效率和影响力，以解决特定社会问题为目标。

首先来看地方政府和草根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及其对市场化实践的影响。

草根型社会组织尤其是志愿服务组织，往往与地方政府保持较远的距离，其

生存和发展主要依托社群的支持（Spires et al., 2014）。但随着国家的制度化

管理，具有小规模、自下而上和强调价值倡导等特征的草根型组织，尤其是

尚未合法注册的团体越来越难以从地方政府处获得资金支持，大部分政府资金

流向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Zhao et al., 2016）。但在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

时候，依法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也有机会参与进来，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为

了拓展资源来源，志愿服务组织选择顺应政府与市场的要求，将自身改造为符

合要求的等级化和专业化的组织样态（Pan & Xu, 2022）。因此，不同类型组织

的边界逐渐模糊，组织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不过，有研究注意到，随着志愿

A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3 年 9 月

30 日，http://www.gov.cn/zwgk/2013- 09/30/content_2498186.htm，获取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B《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2017 年 10 月 9 日，https://www.ccgp.gov.cn/gpsr/

zcfg/201710/t20171009_8948637.htm，获取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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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织逐渐参与到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之中，组织出现了被项目推着走的情

况，缺少了为最初设定的愿景与使命而奋斗的道德热情（方洪鑫，2019）。

其次是关于地方政府和行政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及其对市场化实践的影

响。这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主要合作对

象，也是大多数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组织类型。研究者们深入考察了购买服务

项目的运作过程，发现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项目运作过

程缺少竞争，项目的专业性和有效性难以保障。在合作对象的选择方面，地

方政府往往优先选择本地注册的社会组织，从自由竞争变成“定向邀标”，

社会组织跨区参加公益招投标项目的命中率很低（管兵，2015）。在项目运

作过程中，双方关系并不平等，社会组织被吸纳到当地的权力网络中，被迫

承担大量临时性、额外的行政工作，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和内部治理官僚

化等问题（朱健刚、陈安娜，2013）。从实际结果来看，社会组织的服务实

践呈现为工具性、技术性的专业主义取向，局限于完成规定指标和做表面文

章，无论从专业性、项目成效还是居民参与的维度上看，购买服务的效果并

不理想（陈家建、赵阳，2019）。

最后是地方政府和市场型社会组织的关系及其对市场化实践的影响。多

元化的筹款渠道为这类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至少

可以在合作对象的选择、关注议题和项目内容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也

能够自主决定是否申请政府的购买服务项目。由于主要的资金并非来自地方

政府，市场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脱嵌于地方行政网络（冷向明、张津，2019）。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不再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社会组织在项目开展过

程中往往需要与当地政府互动，融入地方治理网络（邓燕华，2019）。但值得

注意的是，市场型社会组织往往主动借鉴市场思维，强调通过改善工作思路

和方法，高效、大规模地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与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及

其对合作组织的期待存在一定的差异。工作目标和模式上的差异预示着双方

关系相对疏远，市场型社会组织并非地方政府理想的项目承接方。有研究发

现，即使在合作过程中，市场型社会组织的理念和行为模式也很难被政府接

受，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甚至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组织（孙飞宇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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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积极引入了借鉴市场原则的购买服务制度，希

望提升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但由于制度的实际执行存在偏

差，往往难以真正推动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从两

个分析视角进行解释。从国家治理视角来看，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安排有着

权威型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政府接受了

契约关系中的市场化原则，但同时有效控制了合同安排、购买价格、服务内

容、绩效和问责机制（Cho, 2017），导致服务购买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遵循市

场化思路。另外，聚焦政府行为的相关研究认为，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困境跟

地方政府主要把社会组织视作提供公共服务、完成工作绩效的助手有关（黄

晓春，2015）。对地方政府而言，社会组织是按照项目指标按时、规范地完

成服务项目，还是大胆地进行探索与创新，两者的区别并不太大。为安全起

见，政府甚至更倾向于前者。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嵌入地方行政网络、依赖政府资源的

行政型社会组织，较少关注到市场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因此，未来需要

更多地考察市场化实践背景下的政社关系，比如秉持市场化理念的社会组织如

何看待与地方政府的合作，采取了怎样的合作模式，以及是否能够在合作关系

中提高自己的议价能力，从而与地方政府建构更平等、持续和深入的合作关系。

四、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

市场化实践率先在西方非营利部门出现，深刻影响了非营利组织的发

展。研究者们基于西方语境，集中讨论了市场化实践的影响，并提供了两种

不同的说法。部分研究采用组织管理视角下的分析思路，认为市场化实践

能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发展契机。比如，商业收入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实现收

入多样化，保持财务稳定，加强组织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中的自我存续能力

（Khieng & Dahles, 2014）。非营利组织重视效率、有效性和创新等市场原则，

可以提升组织声望和组织合法性（Guo, 2006）。另外，“社会企业”的自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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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能够增强组织的筹款能力（Andersson & Self, 2014）。不过，大量的批判研

究认为，市场理念与市民社会精神不相容，市场化会导致非营利组织发生从

重视社会使命到强调经济收益的使命偏移（Maier et al., 2014），丧失志愿服

务精神（Bush, 1992），弱化非营利组织促进和表达其社区价值观和目标的能

力，以及削弱它们作为民主学校的功能和对民主发展的贡献（Alexander et al., 

1999; Eikenberry & Kluver, 2004）。

相比西方，只有极少数研究关注到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有

限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同样具有两重性。部分研究

强调市场化实践对社会组织绩效表现的积极影响，认为市场化实践有助于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获取资源以及获得发展活力。首先，去行政化意味着社

会组织受到更少的行政约束，更加自主地开展公益项目和组织间协作，促进

社会政策的改善（Han, 2016）。其次，早期的基金会大多是官方主导的基金

会，很少资助草根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相比之下，如今的企业家们建立基

金会，采用市场的理念和方法开展资助，增加了草根型社会组织获取资助的

机会（Yu & Chen, 2018）。另外，不同于西方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实践（普

遍表现为商业收入的增加），商业收入远未成为中国社会组织主要的资金来

源，社会组织主要致力于通过完善市场战略去吸引捐款（Dong et al., 2022; Lu 

et al., 2022）。因此，研究者认为，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对市场化威胁民主精神

的担忧，中国社会组织引入市场价值和方法，反而有助于长期受到管控的中

国社会组织部门重新焕发活力（Yu & Chen, 2018）。

其他研究主要从社会功能发挥的视角揭示市场化实践的负面影响，认为

市场化实践正在把中国社会组织引入资本“陷阱”。从政社关系来看，现有

研究认为，国家有效吸纳了社会组织领域以基金会、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

量，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以遵循国家的治理意愿和规范要求为前提。国家

逻辑与市场逻辑彼此配合、相互补充，构成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Wang, 

2018; Zhou, 2015）。有研究还发现，社会组织在市场化实践过程中已经出现

了过度追逐资源导致初心丧失、走向自我瓦解的现象（Lai & Spires, 2020）。

另外， 市场化理念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志愿精神相悖，削弱了基层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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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和生存空间。草根志愿者们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求伦理依据，将公益

视作小的善行、个人的精神修炼之旅并强调其能带来幸福感（Zhou & Han, 

2019），这与重视专业、规模和效率的市场化理念相悖。

基于上 述讨论，现有研究针对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给出了两

种不同的说法，而且彼此难以对话，这与研究者主要从单一维度理解市场化

有关。强调积极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组织管理的维度出发，关注社会组织如何

把市场化理念运用到组织运作过程之中，从而引发组织变革和发展。强调负

面影响的研究主要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视角理解市场化，认为市场化的话语

挤占了其他话语和实践的生存空间，从而产生了市场化的社会组织及其实践

策略（Sandberg et al., 2020）。

五、总结与反思

近年来，研究者们关注到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兴起、运作特征与影

响，主要讨论了影响市场化实践的结构性因素、市场和国家提供的制度要素以

及社会组织的适应策略。已有研究在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上形成三点基本

认识：国家与市场共同引领着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兴起和发展；以网络平台

和基金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塑造并推广了市场逻辑；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未能有

效落实市场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化实践。另外，已有文献从组织绩

效和组织的社会功能发挥两个方面讨论了市场化实践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归根结底，针对市场化实践的研究背后涉及的是市场化到底能否真正提

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长期以来，大量研

究基于政社关系框架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性问题，从最初争辩宏观的

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到具体讨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张紧跟，

2012）。本文表明，关于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研究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一新

的研究维度，加深了已有文献对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的理解，有助

于更加系统地讨论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问题。不过，相关研究还没有针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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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究竟构成了一种补充关系还是替代关系达成共识，市

场化实践能否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这一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答案。

为了更好地发掘市场化实践研究的理论潜力，本文建议后续研究可以重

点关注和改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完善现有的分析思路。第一，现 有文献

对市场化概念的界定和分析比较片面。首先，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组织的实

践方面，较少关注话语维度，有关后者的极少数研究只是把话语视作仅供权

威者使用的一种文化工具。比如，前文提到的作为资方的基金会以及社会组

织负责人都是特定范围内的话语主导者，也是市场化理念的主要倡导者，他

们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普通社会组织成员的价值认知和实践方式。对此，后续

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话语维度的丰富内涵，尤其是不同主体如何理解市场话

语、如何就此展开互动和博弈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等方面值得

关注。其次，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在

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还处于早期阶段，后续研究需要深入社会组织

内部运作，关注历时性变化，从而更好地捕捉相关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最后，

我们还应该反思定义模糊导致的概念分析力弱化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现有

研究之所以对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影响给出不同的说法，主要因为研

究者们是在不同维度上理解市场化这一概念。因此，在后续的具体研究中，

研究者一方面需要明确自己是在何种维度上使用市场化概念，另一方面应该

开展更多基于本土情境的实证研究，促进不同概念维度之间的对话。

第二，已有文献忽视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及其多样化的发展策略。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实践的分析视角主要借鉴自对西方国家非营利市场化的

相关讨论，主要关注抽象的市场逻辑和制度要求如何由外而内地进入组织内

部发挥作用，组织被视作制度逻辑互动的载体。这实际上忽视了中国社会组

织的能动性 和创新力，容易导致中国经验成为西方理论注脚的情况产生。实

际上，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经验现实，不同资金来源的

社会组织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市场化策略和实践特征。比如，主要依赖企业和

基金会资助的社会组织可能更加完整和深度地采纳了市场理念和方法。相对

地，志愿服务组织一般会更加依赖地方政府资源，可能表现出部分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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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比如认同和采纳强调规模、效率和影响力的市场话语，但在组织结构

和项目运作过程中不一定完全符合市场化的要求。也就是说，社会组织可能

会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在特定维度上凸显市场化特征，但在另外一些

维度上却保持原状。为了有效地解释社会组织何以形成差异化的市场化实

践，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开展讨论。相比于单案例研究，多案

例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不同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探索相关机制，建构更

具一般性的理论（Yin, 2009）。

第三，已有研究主要从结构和制度维度分析市场化实践，忽视了个体的

意义建构。市场化理念正在深入社会组织内部，组织成员被唤起的市场价值

观可能反之重构我们对市场化机制的理解。近年来，西方非营利组织研究领

域已经开始从聚焦市场化实践在组织层面的影响转向关注组织成员的主观体

验。研究发现，有的非营利组织成员通过混合亲社会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的价

值观念，重塑了有意义的工作体验（Sandberg & Robichau, 2022）。但也有部

分成员对自身的角色产生了困惑：他们是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职业经理人，

还是由使命驱动的社会变革的促进者？这些困惑导致组织成员对市场化实践

及其导致的变化产生了排斥（Venter et al., 2017）。因此，后续研究需要关注

中国社会组织的员工和志愿者如何在市场化实践中协调不同的价值观、建构

意义世界，并且讨论国家倡导、市场文化以及组织层面的人际关系等多重因

素如何单独或交织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理念和意义体验。这些讨论有助于增

进我们对个体与政治、市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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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the macro-level system 
involves policy guidance and cultural capital.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how various factors dynamical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within same 
and among different ecological systems to affect the community 
volunteering behavior of young elderlies.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volunte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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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ir Emergence, Operation and Impacts
  …………………………………… Dong Huina, Deng Yanhua 55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rket-oriented practic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ir emergence, operation, and 
impacts. Existing literature predominantly discusses these aspects and 
draws three main conclusions: fi rstly, the emergence of market-oriented 
practices is infl uenced by both state and market forces; secondly, market-
driven actors such as online platforms and foundation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market logic among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rdl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aims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principles, but relevant practices often deviate from this direction. 
Additionally, studies highlight the dual effect of these practices, 
indicating improvements i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longside a 
potential weakening of their social function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integrating the market dimension in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nables scholars to surpass traditional frameworks centered on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thus holding theoretical signifi cance.

Project-based Voluntary Service as a Governance Arrangement—Taking 
the Youth Voluntary Service Project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in the West” and “Guangdong College Students Voluntary Service in 
Mountainous Areas” as Examples …………………………Jiang Jie 76

Abstract: Youth voluntary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voluntary 
serv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ace of diversified social 
needs and the transfer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large-scale project-




